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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竞渡”的民间叙事维度:重读《聊斋志异·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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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民间叙事视角对《聊斋志异·晚霞》进行重读,多层次地阐释蒲松龄的文学创作方式

与民俗的关系,挖掘《聊斋志异》的民间叙事意义。《晚霞》以吴越地区端午龙舟竞渡习俗的记录为

故事发端,是带有民俗记录性质的文学创作,采取传统方志记录的视角,对民俗活动中的人更为关

注,是对传统方志“见俗不见人”这一记录方式的“纠偏”,是对民俗活动中民俗表演艺人的生命历

程、情感经历在一定现实基础上进行的文学性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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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一有《晚霞》一篇,开篇

即以吴楚之端午节的“赛龙舟”习俗为故事背景,展
开一对社会底层的民间艺人“鬼鬼相随”的爱情“历
险”,男主人公阿端(疑其取“端午”之“端”为名,以彰

显人与节俗之关系)因家贫被寡母卖为艺人,专职端

午龙舟的危险表演,后堕水而亡,其魂为鬼,入水中

世界,与另一女鬼晚霞相恋,几经波折,双双自尽,却
重返人世,结为夫妻,育一子。后为王者欲夺晚霞,
夫妻方自陈为鬼,晚霞以龟溺毁容而保全自身。《晚
霞》中的端午节俗记录是否真实,从未成为研究者关

注的对象,端午习俗背景下的阿端和晚霞之爱情故

事,才是历来人们所关注的,因此,此篇也长期被视

为异类婚恋故事中的佼佼者,以其“鬼鬼相恋”的爱

情叙事模式吸引《聊斋志异》婚恋故事研究者和民俗

研究者的关注。本文拟从蒲松龄在《晚霞》中的端午

民俗叙事及其留下的重重疑问入手,追问蒲松龄在

《聊斋志异》中的民俗记录的真实性,追寻其民俗记

录中的隐含话语,并阐释蒲松龄的文学创作方式、文
学创作中民俗的运用手法,探索《聊斋志异》中的民

间叙事真实性对社会史研究的意义。

  一、《晚霞》研究概况

早期对于《晚霞》有所关注的学者及点评者主要

从其民俗节日描写与民俗心理描写方面入手。《晚
霞》的研究者大略可从《聊斋志异》最早的点评人但

明伦算起,但氏评《晚霞》篇有云:
晚霞、阿端,皆以技死者也。吴江王、龙窝

君失晚霞、阿端,并不追究,岂所谓鬼死为聻耳?
不然,则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1](P459)

但评关注异世界(吴江王、龙窝君)中的制度缺

陷及其所反映的民俗信仰,认为吴江王、龙窝君所在

的制度中,对于生命消失的不追究,可能源于鬼为人

死和聻为鬼死的民间俗信。
汪玢玲先生在《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中推崇《聊

斋志异·晚霞》篇,她指出:
在描写节日的作品中,特别值得推崇的是

《聊斋志异》中的《晚霞》。《晚霞》是以吴越间端

午节龙舟之戏为背景,透过阶级关系来写民俗

的……竞渡之戏起自屈原自沉,土人驰舟相救

的传说,由来已久。后世越演越繁。《晚霞》之

记述,铺排华丽,技艺超绝,深刻说明剥削阶级

声色之娱,是以民间儿女的生命为代价的,因此

它深化了爱情主题的社会意义。至于篇中所涉

及的龙宫的习俗:“凡鬼衣龙宫衣[2](P260~261),七

七魂魄坚凝”,和生人一样;或者“得龙角胶可以

续骨节而生肌肤”的传说;王欲夺晚霞,二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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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陈夫妻皆鬼,验之无影而信”。以及晚霞

以龟溺毁容得自保的说法,都是有趣的民俗知

识的活用。
汪玢玲先生关注《聊斋志异·晚霞》中的两个方

面:一是民俗描写作为文学作品的铺垫而展现的阶

级意识以及蒲松龄文学性描写的社会意义;二是与

端午习俗相关的众多民俗信仰的知识。
崔磊在研究《聊斋志异》中的信仰民俗时,也曾

引用并分析《晚霞》中的民俗描写:
在描写节日的作品中,特别值得推崇的是

《聊斋志异》中的《晚霞》。《晚霞》是以吴越间端

午节龙舟之戏为背景,透过阶级关系来写民俗

的……《晚霞》竞渡之戏之记述,铺排华丽,技艺

超绝,深刻说明剥削阶级声色之娱,是以民间儿

女的生命为代价的,因此它深化了爱情主题的

社会意义。至于篇中所涉及的龙宫的习俗:“凡

鬼衣龙宫衣,七七魂魄坚凝”;或者“得龙角胶可

以续骨节而生肌肤”的传说;王欲夺晚霞,二人

见王“自陈夫妻皆鬼,验之无影而信”。以及晚

霞以龟溺毁容得自保的说法,都是民俗知识文

学化创作的鲜明映照。[3]

其中大量的文字和观点均与汪玢玲先生的研究

结果趋同,不过,崔磊在文中指出,《晚霞》只是《聊斋

志异》中有大量民俗信仰描写且与节日文化紧密相

连的作品之一,而大多数研究者对这些民俗描写的

定位都包含以下认知:一是《聊斋志异》中的民俗描

写是文学性描写,以明清时期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习

俗为对象,因此具有真实性;二是《聊斋志异》中的民

俗描写既包括蒲松龄所处的山东淄川地区,还包括

南方甚至国外的一些民俗。就其文学性与真实性相

结合的描写而言,《聊斋志异》被视为民俗文化与文

学创作融会的典范,而其享誉海内外的重要原因,自
然也包括小说创作中民俗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性意

义。然而,《晚霞》中民间习俗与文学叙事的意义尚

未得到更深入的挖掘。以下即从此二方面,阐述《聊
斋志异·晚霞》中民俗记录的民俗学意义与文学叙

事对于民间文化之意义。

  二、《晚霞》“龙舟竞渡”与端午方志记录

比较

  以往的研究者多从《晚霞》关于端午的记录入

手,认为其具有民俗记录的价值,但其真实性如何,
则无人详细论述。《晚霞》是本文考察的重点,笔者

现引述《晚霞》中的一段原文如下:

五月五日,吴越间有斗龙舟之戏:刳木为

龙,绘鳞甲,饰以金碧;上为雕甍朱槛;帆旌皆以

锦绣;舟末为龙尾,高丈余;以布索引木板下垂,
有童坐板上,颠倒滚跌,作诸巧剧。下临江水,
险危欲堕。故其购是童也,先以金啖其父母,预
调驯之,堕水而死,勿悔也。吴门则载美妓,较

不同耳。[4](P493)

吴越间是否有此旧俗? 如有,则俗出何处? 蒲

松龄是听信传闻而记,还是亲身经历而写? 要弄清

楚这些问题,既需要考察吴越之地的端午旧俗,也需

要考察蒲松龄本人的行踪是否与吴越间的端午相

关。
蒲松龄(1640~1715)在康熙九年(1670)十月至

康熙十年(1671)八月初,曾在江苏高邮、宝应两地为

友人孙蕙(时为江苏宝应知县)作幕僚,期间在江苏

亲历过吴越之地端午龙舟盛会,宝应县地处苏北淮

河下游,濒临南北大运河,颇为繁华,对于其间民俗,
蒲松龄必有所见闻。而袁士硕等研究者指出,在县

署里,蒲松龄深得孙蕙信任,所以有时直接参与政事

活动,这使他能亲眼目睹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

诈、强肉弱食的丑恶的社会现实。盛伟等人认为,蒲
松龄参与政事的时间虽短暂,但对其后来的文艺创

作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5](P247)因此,上引这一段文

字,可能为蒲松龄在《晚霞》中以吴越端午龙舟之戏

记载甚详的“田野调查日志”。但这只是单方面的证

据,检视吴越之地明清方志记录,其中有大量文献可

与蒲松龄的“调查日志”相对照:
《荆楚岁时记》载:

五月五日蹈百草,今人又有斗百草之戏。
《岁时杂记》载:

五月竞流,俗为屈原投汩江,故命舟拯之。
《丹阳县志》(三十六卷·清光绪十一年鸿凤书

院刻本)载:
竞渡戏,自月初及望日止。每于十三日夺

标于城霞客下,游船蚁集,士女如云,亦胜会也。
(眭石 东 荪 集)有 请 禁 龙 舟 呈 固 正 论,未 免 忤

俗。[6](P478)

《丹阳县志》中记载,曾有人上书请求有关当局

禁止龙舟竞渡,但这一请求被视为“忤俗”,即与民间

旧有习俗相违背而未获许可。至于为何会有人反对

龙舟竞渡,方志及引文均未有相关解释,而蒲松龄在

《晚霞》中的记录表明,竞相夸富而劳民伤财竞渡之

俗,可能为乡里有识之士所不满,故请为禁绝。
又《扬州府志》(二十七卷·明万历三十三年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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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载:
五月  “端午”,是日解粽。儿女佩丹符,

臂系五色丝,即“续命缕”也。泛酒用菖浦、丹

砂、雄黄,近或作雄黄、丹砂杯相赠。妇女以葵

榴、艾叶杂花簪髻,午则弃之,残英满道。他州

县无龙舟竞渡,独仪真、(瓜)州为盛,江都、兴化

近亦有之。[6](P486)

《隆庆高邮志》载:
人家悬菖蒲、艾虎。西校场演武斫柳,观者

如堵墙。其日多禁忌,采药草者率以其期,少年

相率斗草赌胜负。[6](P489)

则并非相邻之地,均有竞渡之俗,隆庆高邮

之地无,而仪真、瓜州之地盛,江都、兴化似受邻

县之影响而渐渐兴起竞渡之俗。
《江都县志》(三十二卷·清乾隆八年刻本)载:

五月  “端午”:自朔至“午日”,竞以角黍

相饷,亲戚亦修馈贻之节。儿女佩丹符、悬五色

缕,庭中挂馗判以辟邪。是日用菖蒲、雄黄泛

酒,于午刻饮之。妇女以葵榴、艾叶簪髻,至午

则拔而掷之。内外河俱有龙舟竞渡,至十八日

始罢。[6](P100)

《瓜洲续志》(二十八卷·民国十六年瓜洲于氏

凝晖堂铅印本)载:
五月  “夏至日”,男女小孩以秤权轻重,

谓之“秤人”。不许小孩坐门槛;向各户讨七家

茶叶泡给小孩饮;云不疰夏。
初一日,俗称“小端午”。厅事悬钟馗画幅,

贴天师符。五日为“端午节”。插蒲艾、榴花,以
角黍敬神。妇女簪蒲艾、榴花。儿童项及手足

扎五色丝,彩纸作五毒形佩带,系红布五毒兜。
以大蒜联缀剪纸粘……商店午闭市,伙友聚饭,
闲散出游。内河外江,龙舟竞渡。舟以色布绘

鳞甲,分五色,篾扎龙头尾,糊以色纸。按,龙身

分五色,大纛高耸,旌旗伞盖分立,管弦鼓吹喧

阗。龙首立武装壮士,龙尾扎板片,小孩于板上

作各种戏法。居民以银钱装入猪胞,或以活鸭

投水中,各船鼓浆(桨)争进,立龙首人奋身入

水,争取得彩为荣,谓之“夺标”。士女环观,欢

声雷动。余兴未阑,有接演三日者。[6](P496)

其他如《泰州志》(三十六卷·清道光七年刻

本)、《泰兴县志》(二十六卷·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康熙通州志》(十五卷·一九六二年南通市图书馆

油印本)中均载有“龙舟竞渡”,但如何竞渡却不甚

详。[6](P100)

《清河县志》(十四卷·清乾隆十五年刻本)载:
五月  五日为“端午”、“天中节”……饰

龙船竞渡于大河急流中,旗鼓上下,戏水如驶,
亦一日流览之胜。[6](P537)

则从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道光、光绪至民国年

间,扬州之地关于龙舟竞渡之俗颇为常见。虽有“十
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然而,记载于蒲松龄同

时代的以扬州为中心及其附近州县的众多端午习俗

中,却可以肯定扬州郡内均有斗百草、佩丹符、悬菖

蒲和艾虎、食角黍(即今之粽子)、贻亲友、饮雄黄酒

等习俗,而另有竞渡与不竞渡两类。其中竞渡者,有
清光绪年间的丹阳县端午习俗,竞渡延续时长达十

五日,其民俗活动中,参观者众。又江都之地龙舟竞

渡一直延续到十八日,又以《瓜州续志》所载习俗与

蒲松龄所记最近。
二者相似之处一为龙舟之制,二为龙舟上有小

童表演。蒲松龄所载龙舟“刳木为龙,绘鳞甲,饰以

金碧;上为雕甍朱槛;帆旌皆以锦绣;舟末为龙尾,高
丈余;以布索引木板下垂,有童坐板上,颠倒滚跌,作
诸巧剧”。而江都之“舟以色布绘鳞甲,分五色,篾扎

龙头尾,糊以色纸。按,龙身分五色,大纛高耸,旌旗

伞盖分立,管弦鼓吹喧阗。龙首立武装壮士,龙尾扎

板片,小孩于板上作各种戏法”。《清河县志》中也略

有记述,但详细者莫过于蒲松龄之记录与《瓜州续

志》。然而,与后者比较,蒲松龄在记录中尚有以下

更详细的内容:一是关于竞赛内容,有表演杂耍者,
还有吴门妓女在龙舟上展演;二是关于表演者的记

录。记载表演者的身份来历:为龙舟表演特购买而

来,预先调教,其生死由买者支配而与原父母无干。
故而其记录虽短小,却又留下更多值得追问的空间:
何人主持斗龙舟之戏? 何人置儿女性命不顾而将之

卖出? “童”龄几何? 其演艺生命如何? 妓从何而

来? 为何而去? 以上问题并未在方志中有任何反

映,而在《晚霞》中虽并未全部得到解答,却有更多文

学表述中隐含了民俗事件的丰富信息。

  三、“龙舟竞渡”与蒲松龄文学创作的民

俗视角

  《晚霞》从阿端的身世与死亡入手,虽为文学作

品,却反映了当时民俗生活的真实状态。一是关于

阿端的出身:
镇江有蒋氏童阿端,方七岁,便捷奇巧,莫

能过,声价益起,十六岁犹用之。至金山下,堕

水死。蒋媪止此子,哀鸣而已。[4](P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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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描述有丰富的言外之意:表演之童大约从

七岁开始在龙舟赛上登台表演,则训练当是比之更

为幼小时始,至十五岁则因年岁渐长而弃之不用。
阿端因身手敏捷方成为例外。而这些受训表演的童

子主要来自贫穷而无法自足的人家。阿端之母已

寡,寡母仅有一子,居然能将孩子卖出去做危险而且

“生死不论”的高危之事,可以想见,爱子之母,如非

万不得已,甚至守死而已的情况下,何能忍心至此,
将孩子推出去呢? 必是生计艰难,无以为继。则此

又是何人之责? 然而种种隐含的疑问,都在此处戛

然而止,貌似让位于阿端与晚霞的爱情故事。
吴门斗龙舟风俗中,诸种巧剧都有哪些表演名

目? 这些内容在方志中尚无详细记录,如美妓如何

表演,等等,蒲松龄在《晚霞》中以文学形式描绘龙窝

君按诸部表演,则其布局和表演者、表演内容,又可

见关于镇江龙舟赛中表演的盛况:
首按夜叉部,鬼面鱼服。鸣大钲,围四尺

许;鼓可四人合抱之,声如巨霆,叫噪不可复闻。
舞起则巨涛汹涌,横流空际,时堕一点大如盆,
着地消灭。龙窝君急止之,命进“乳莺部”,皆二

八姝丽,笙乐细作,一时清风习习,波声俱静,水
渐凝如水晶世界,上下通明。按毕,俱退立西墀

下。次按“燕子部”,皆垂髫人。……无何,唤

“柳条部”。龙窝君特试阿端。端作前舞,喜怒

随腔,俯仰中节……既按“蛱蝶部”,童男女皆双

舞,身长短、年大小、服色黄白,皆取诸同。诸部

按毕,鱼贯而出。[4](P493)

夜叉部、乳莺部、燕子部、柳条部、蛱蝶部五类表

演,分别对应祭祀性表演,为鼓钲及舞;女子乐器表

演;女子舞蹈表演;杂耍舞蹈表演及男女双人舞表

演。而表演者既有“二八姝丽”,又有垂髫小童,尤其

蛱蝶部皆为童男女。则其表演的内容、表演者性别

等均补充了方志相关记录中的空白。
端午龙舟赛,是赛龙舟制作者之技艺,更是以民

间文艺表演争奇斗艳,表演者多为“童工”,且为贫穷

人家的子女与妓女。在龙窝君所观诸部之表演中,
阿端既是于表演时堕水而亡,成鬼而入柳条部,可想

而知,众表演者,无论垂髫小童或“二八姝丽”,当亦

属堕水而亡者,又可想端午龙舟竞渡之俗,枉死者几

何? 后文述及晚霞之来历,亦云其“故吴名妓,溺水

不得其尸”,则这些为端午竞渡之俗竞技表演者,堕
水而亡后,其尸骨亦不得存。可见龙舟赛中,为表演

而失去生命者,无论男女,大多年幼,且多为贫穷之

家的儿女,他们甘愿冒着堕水而亡、尸骨无存的风

险,选择成为“生死不论”的民俗表演者,这又残酷地

揭示出镇江之地生民无以为继、生而待死的悲惨境

遇。
通过《晚霞》篇中蒲松龄对于镇江端午节日的民

俗描绘与清代以来镇江及其邻近郡县的民俗方志记

录的对比,基本可以确定其民俗记录的真实性。这

与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关于水莽草、龙、地震、蝗
灾、洪灾等民俗事件与历史事实的记录相一致,且就

其记录而言,更多地触及民俗志记录中未曾被关注

的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民俗中作为被观

赏者的表演艺人的生命,其故事的虚构层层揭露真

实生活的无情:真实的世界中,民俗节日文化的欢

娱,歌舞升平的世界中,有那么一群人,他们被贩卖、
被“教习”娱人的技艺,没有人权,没有自由;死亡,令
这群人脱离了这样一个不公平、没有关怀的世界,可
是,在民俗真实基础上虚构的那个鬼的世界里,却依

然犹如活着的世界一样,不得自由,如货物一般被转

手买卖,他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了前世的记

忆,却始终不能忘怀本能的爱与生命的冲动,但爱情

依然没有自由;死而又死的“聻”,哪怕奋力挣脱了鬼

的世界,回到人间,却还是不可能自由,为鬼之鬼,仍
然逃不脱为上位者娱乐、随意攫取的命运,最后只能

“以龟溺毁容”。

  四、《晚霞》的民间叙事意义

任增霞在《<聊斋志异>龙故事探究》一文中将

《晚霞》篇列入涉及“龙”的作品,认为其“彰显出蒲松

龄天才的想象才能与超拔的艺术功能”,“借龙神世

界与社会结构为背景,重点结撰的是人与异类如人

与白鳍豚精或者异类之间如鬼鬼相恋的故事”,尤其

肯定“在《晚霞》中,晚霞和阿端进龙宫,出龙宫,生而

死,死而复死,或曰死而生(准确地说,是又化为活动

在人间的具有人身的鬼),魂魄相从,苦恋如一,然
而,还是以美丽始,以毁容终。蒲松龄借龙宫故事的

外壳,另辟蹊径,描写了一个凄美的鬼鬼相恋的爱情

故事,其中所寄予的深浓同情,满溢纸面。”[7]这些分

析始终将蒲松龄定位在“爱情写手”的格局之上,而
忽视了其创作中一环紧扣一环的民俗与文化的深

意:《晚霞》中民俗叙事始终是故事主线,就表层叙事

而言,阿端的个人经历为明线,渐次描写其死而鬼、
鬼恋、恋人被扣而失踪、自杀失败而回阳、夫妻团聚。
然而,每一个事件都以民间叙事为关节,没有这些关

节,则整个故事便仅是爱情故事,且有着一个看似大

团圆的结局。其死缘于“龙舟竞渡”之表演,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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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其表演之技而得鬼恋;为吴江王寿而失其恋

人;再拼死一跃,得回阳家重为夫妻,又因为母寿而

“夫妻歌舞称觞,遂传闻王邸。王欲强夺晚霞”,几乎

失去爱妻。则阿端生命中的每一次转折都与民俗生

活中的重要标志性事件紧密相关:端午节的民俗表

演是其生命与爱情际遇的主要缘由;为尊者寿与为

长者寿是其几次与爱人经历险境的重要原因,虽则

以民俗习惯为事件背景,但因民俗生活的真实,《晚
霞》虽为鬼恋,却又充满了社会历史的真实感。

民俗话语中隐含的对生命权利的层层追问,恰
是建立在以阿端为代表的升斗小民不自由的真实生

活的基础之上的。蒲松龄以节日文化为背景,关注

弱势者的生命权利与生活质量,为他们虚构在现实

世界中不可能拥有的爱情和家庭生活,以鬼神之幻,
交织民俗世界之真,从而将正史中没有关注、民俗记

录中从未记录的社会生活史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黄

珍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端午节俗研究述评》中指

出,“以端午节俗作为个案,从区域社会、日常生活和

平民百姓诸侧面进行研究,体现新兴社会史的整体

性,为社会史的理论建树提供实证素材”[8]。社会史

的建构不应该仅仅只是上位者的政治生活,而节日

文化生活也不应该仅仅是俗民的狂欢,恰如菲利

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以《私人生活史》的巨著

来描绘生活的众多层面。当历史记录只留给权力阶

层话语权时,文学弥补了其不足,而节日民俗文化是

普通人生活的集中展现,在文学虚构中留下了心理

与社会的真实影像。
蒲松龄完成《聊斋志异》后,无数文人受其影响,

或传抄,或续写,从而形成一个“聊斋仿作”的中国式

文化现象,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清代长白浩歌子《萤窗

异草》,有意味者,乃在于《萤窗异草》中有《徐小三》
一篇,仅就鬼鬼相恋的故事情节而言,无疑与《晚霞》
属于同型故事,但其故事的深意却高下立现,其叙事

意义的差异除了写作者本身的影响、后世的批评影

响等方面的原因外,文学的真实性(艺术的真实、心
理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差异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晚霞》对于端午民俗的运用、对于各种民俗信仰和

传闻的运用,令一则以爱情为表的故事在虚构之中

充满真实感,令人在恍惚之中亦真亦幻地同情阿端

与晚霞情感的历难,思索节日文化中的阶级、地位、
身份、命运之差异。

当众人都将节日欢乐的目光投注于繁盛的竞渡

表象时,唯有蒲松龄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那些民

俗活动中的表演者,关注他们的身份、来历、遭遇,并
为他们谱写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正常人

的幸福生活。历史与社会之学问的研究关注的是

“所有人”的历史,其中包括日常生活的历史,艺人表

演是历史中的“少数人”,但他们却是历史事件与民

俗极其重要的演绎者,他们的情感和经历,历来缺少

相关详细的记录与关注。《聊斋志异·晚霞》用看似

文学性的手法,记载了由明至清这一历史时期“少数

人”的生活,在叙事内容上是民间的,在叙事手法上

民俗记录与文学想象交织,在叙事结构上采取了民

间叙事“三段式”的手法:阿端的第一次死亡与第二

次求死、第三次与晚霞的险遭分离等,显示了蒲松龄

对于民俗与民间叙事技巧的重视,但蒲松龄在以民

俗与民间叙事为基础完成的幻想性叙事中寄托的却

是对于民众生活的真切关怀、对社会现实不公的重

重不满与无能为力。升斗小民的抗争最终只能借助

于“龟溺毁容以自保”的民间俗信,则暗示了民俗以

外的世界,依然没有为在底层挣扎的阿端与晚霞们

留下生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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